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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沓来:大学生选课行为中的
分数偏好

张优杨,韩沛言

[摘 要]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学生评价改革日益受到重视。本文构建了

一个学生选课行为的理论模型,以探讨大学生选课中分数偏好的形成机制与影响。

在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框架下,借鉴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逻辑,将教师设定

为教学活动的委托人,学生作为追求目标成绩的代理人。理论模型显示,教师给分

越宽松,学生的最优努力水平越低,从而导致学生选择那些历史给分最好的课程。

且在学生能力越强、课程主观性越强的情况下,这一效应越显著。利用某研究型大

学3000余门本科课程的选课数据与历史成绩信息,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核心命题。研

究发现,学生选课行为存在显著道德风险特征,课程历史给分情况对选课率具有显

著影响,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考核宽松、给分较高的课程;这种分数偏好在高保研率

群体、高能力学生中表现更为突出,且在主观性更强的课程以及通识课中更为明显。

从学生决策机制层面揭示了当前教学评价体系的激励扭曲问题,为“水课”治理、教

育评价制度优化及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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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在新时代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

任务之一(刘振天,2024)。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

论文、唯帽子”的不良倾向,构建科学、合理、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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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落实。① 该方案标志着教育评价改革进入系统设计

与制度落实的新阶段,强调通过改进评价“指挥棒”引导教育实践的优化与调

整。其中,学生评价是教育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教育部在2021年

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进

一步指出,应在教学评价中综合考量学生学习体验、教学过程质量与教育投

入产出比。② 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从顶层设计出发,推动我国学生评价理念由

单纯关注知识掌握的结果评价,逐步转向更加重视学习过程、能力发展与综

合素养的多元评价。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教学评价体系如何影响高校学生

的微观决策与行为,对于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革、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至

关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另一方面,“唯分数”评价在高校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学习成绩

与保研机会、奖学金等直接绑定。由此催生出的大学生群体在课程选择上所

表现出的强烈“分数偏好”———即系统性倾向于选择考核标准宽松、历史给分

较高的课程,而规避学术要求严格、评分尺度严谨的课程———已成为一种普

遍存在的行为模式(黄亚苹等,2024)。这种集体性的策略选择,不仅催生了

所谓的“水课”市场,加剧了“分数膨胀”(Grade
 

Inflation)(哈巍和赵颖,2019;

赵颖和哈巍,2020),更在深层次上扭曲了教与学的核心激励结构,使得高等

教育的知识传承与创新能力培养目标面临被悬置的风险。因此,精准地揭示

大学生选课行为中分数偏好的内在形成机理,并系统性地评估其对学生学习

投入的衍生后果,是推动教育评价改革从宏观政策宣导迈向微观实践落实不

可或缺的重要前提。

现有文献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从教育学与社会学视角出发,剖

析学生选课动机的异化;二是聚焦于“水课”现象的成因与治理策略研究。然

而,多数研究集中于宏观政策与现象分析,缺乏对个体微观决策激励机制的

严谨形式化分析,因而很难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地,如果将学

生选课、上课视为一个在特定规则下的决策过程,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可

以借鉴委托-代理关系来刻画。虽然师生关系并非严格的契约关系,但其互

动本质上符合该理论的两个核心前提:一是目标不一致性,教师(委托人)的

①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020年10月

13日,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

494381.html,2025年11月11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2021年2月3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11/s7057/202102/

t20210205_512709.html,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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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包含评教分数、完成教学任务等因素,而学生(代理人)则主要以成绩为

驱动;二是信息不对称,教师难以完全观测并量化学生的真实努力程度和学

习成效。

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假定学生成绩同时受自身努力与

外生的教师给分宽松度影响,进而推导学生的最小化努力决策。模型证明,

给分越宽松将导致学生实际努力水平下降,从而促使学生选择那些历史给分

更好的课。在一定条件下,这一效应在能力更高、目标更高的学生中更明显;

在主观性更强的课程中更为明显。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某研究型

大学超过3000门本科课程的选课数据,验证理论模型的对应命题。该结论为

理解“水课”需求的成因及现有教学评价体系可能面临的激励失效问题提供了

理论解释,也为优化学生评价制度提供了新的依据。本文虽聚焦于高等教育

中的选课行为,但反映的是一个普遍的组织治理命题:在目标不一致和信息

不对称的情况下,过于简单化的评价标准如何诱发个体的策略性行为。这种

评价的异化现象在现代组织管理、公共政策实施等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二、文献综述

(一)学生选课动机相关研究

学生的选课动机受课程质量、教师声誉、同学推荐、评分宽松度、课程

工作量等多种因素影响(Wilhelm,2004;Ma
 

et
 

al.,2021;郑佳然和张煜,

2022)。然而,评分宽松度已日益成为学生选课的最主要因素。马莉萍和郑翔

睿(2024)的研究发现,尽管兴趣与求知仍是多数学生的选课动机,但约三成

学生在选课时更关注课程分数与课业负担,其中大二阶段是学生由“学以致知

型”转向“学以求分型”的关键时期。郑伦楚等(2017)指出,考试通过率与教师

态度是学生最为关注的因素之一。学生的选课行为也引起了经济学者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成绩作为学生学业表现的信号,与劳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关注

的教 育 回 报 等 议 题 密 切 相 关 (Ostrovsky
 

and
 

Schwarz,2010)。Bar等

(2009)基于康奈尔大学的数据发现,在线成绩信息的提供会导致学生更倾向

于选择给分宽松的课程。然而,高能力学生更少选择给分宽松的课程。Bar
等(2012)则进一步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指出公布分数信息看似透明,却会

通过改变学生选课行为加剧分数膨胀、弱化成绩的能力信号价值、降低社会

福利。

在我国,大学生选课动机的功利化倾向与保研制度紧密相关。研究生推

免制度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中存在“拔尖悖论”:学生在理性追求资源优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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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其学习动机逐渐功利化,表现为由内在求知驱动转向外在绩点导向(黄
亚婷和潘仁同,2025)。张洋磊和黄亚苹(2022)进一步揭示了保研竞争所引发

的“学习投入内卷化”现象,指出绩点竞争在高校内部形成了以“保研核心圈”

为中心的群体性行动结构,学生在这一“内圈”中自我锁定于“唯分数取向”的
目标替代逻辑,以最大化绩点和资源收益为主要导向。这一“拔尖—内卷”双
重逻辑导致学生在课程选择时更加倾向于低风险、高绩点的性价比课程,从

而在制度激励下形成了功利化的选课偏好。

(二)“水课”、分数膨胀的形成与治理相关研究

学生选课动机的异化进一步导致了教学生态的变化,催生了“水课”市场。

大学生作为有限理性行为人,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追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

从而在选课时高度依赖课程的性价比和口碑等简化指标(罗志敏和马浚锋,

2022)。学生在选课与评教过程中,往往会考虑作业简单、得分高等因素,这

种理性化短期权衡可能损害长期学习收益,进一步助长“水课”存在(汪雅霜

等,2019;李琳琳,2020)。以绩点为核心的“选课秘籍”和策略在学生群体中

的广泛传播,强化了功利化策略,使学生过度关注表层指标,从而削弱了知

识体系的系统性建构、损害了学生的学业能力发展(林小英和杨芊芊,2023;

黄海燕等,2025)。

学生功利性选课的另一个后果是“分数膨胀”。分数膨胀指的是在一段时

间内,学生成绩普遍上升,但学生的实际学业能力并未相应提高的现象

(Kostal
 

et
 

al.,2016)。分数膨胀的产生受学校成绩制度、学生评教、学生选

课策略等诸多因素影响(Jewell
 

et
 

al.,2013;哈巍和赵颖,2019;Stroebe,

2016;Gregor,2021)。基于信号理论的模型说明,当企业无法区分成绩是学

生能力还是学校给分宽松所致,均衡的结果是学校会主动选择分数膨胀

(Chan
 

et
 

al.,2007)。而且,分数膨胀的发展并不均衡:评分方式的主观性

越强,越容易造成分数膨胀;人文社科院系的分数膨胀程度远大于理工科院

系,这显 著 扭 曲 了 学 生 选 课 行 为 (Velazquez
 

et
 

al.,2025;Sabot
 

and
 

Wakeman
 

Linn,1991)。分数膨胀对高等教育的多个方面造成影响。首先,

它削弱了成绩作为学生学业能力指标的可靠性。当所有学生的成绩都偏高时,

雇主难以区分优秀学生和普通学生的能力差异(Pattison
 

et
 

al.,2013)。其

次,分数膨胀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如果学生认为无论付出多少努力

都能获得高分,他们可能会减少学习投入,从而影响其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

培养(Babcock,2010)。然而,宽松评分也可能通过强化学校教育投入激励、

提升整体毕业生能力,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Boleslavsky
 

and
 

Cotton,2015)。

为加强“水课”治理,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现有研究主要从概念界定、教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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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及制度改革等层面探讨,认为应通过理念更新与评价优化解决师生博弈及

分数膨胀问题,最终实现向高质量教学的回归(刘进和林松月,2019;陆国

栋,2018;田华文和李艳萍,2020;解德渤,2020)。

三、理论模型

无论是学校的评分策略还是学生的选课决策,其背后都涉及激励机制与

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进一步分析当下教学评价体系中学生选课的内在动机,

本文借鉴委托代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委托代理理论用于分析一方将任务委

托给另一方,且代理人行为或类型无法被完全观测的各类关系(Ross,1973;

Jensen
 

and
 

Meckling,1976)。该框架的核心推论为:当代理人在自身努力程

度、自身特质方面拥有私人信息,且其利益与委托人存在分歧时,就可能产

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

在教育管理中,委托代理理论被用于分析国家、学校、教师,乃至学生

之间多层级的委托关系(包海芹,2004)。目前,委托代理理论在高校治理中

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政府、高校行政管理层与教师三者间的关系,几乎只被

应用于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或院校管理,还较少延伸至课程层面的互动机制、

学生决策行为及师生关系研究(Yallew
 

et
 

al.,2018;韩晓敏和孙元涛,

2021;李鹏虎和王传毅,2024)。事实上,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存在三重委托代

理关系:国家与高校之间、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以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隋学礼等,2009)。其中,师生之间,学生是购买服务的委托人,而教

师则是提供教学服务的代理人。然而,从激励结构的角度出发,师生关系也

可以从反向进行理解: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设计与主导者,希望实现教育价

值、完成教学任务,乃至追求评教分数;而学生作为教学任务的执行者,则

在既定评价规则下追求自身效用(如绩点、学分、荣誉)的最大化(Zubrickas,

2015)。同时,教师无法完全观测学生课下的真实努力程度,而学生对自身的

努力策略拥有更充分的信息。这意味着师生之间存在目标不一致与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与经典委托代理理论不同,教师并不是雇佣学生

来完成教学任务;且学生并非为教师的目标提供努力,而是在共同制度约束

下追求自利目标;加之教师对学生是否选课没有强约束,因此师生之间并未

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契约委托关系。然而,由于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存

在,本文试图借鉴委托代理理论的基本思想和逻辑,用于分析既定制度约束

下师生行为。

在此分析框架下,学生在选课时可能采取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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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在选课阶段,利用信息优势系统性偏好考核宽松、课业负担轻

的“水课”;在学习过程中,则根据评价规则策略性地分配努力,以最小化投

入达成目标分数,而非追求知识获取的最大化。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决策行

为,正是学生选课动机异化与水课市场形成的微观机理。

(一)基本设定

考虑一个包含学生和教师的选课场景。学生的能力为θ,服从某个分布

F(θ
-
,θ
-
)。学生对于课程的成绩设有不同的目标G(θ)。假设学生能力越强,

目标也越高,即G'(θ)>0。
令I为教师集合,J 为课程集合。定义学生的选课空间为集合Ω⊂I×

J,其中每一个元素ij∈Ω 代表由教师i授课的课程j。目前,中国大学的评

分制度通常为两部分结构,例如,某校《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修订)》规
定,“课程考核成绩根据平时成绩(包括平时测验、期中考试、作业、课堂讨

论、论文、考勤等)和期末考试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占30%-50%,期

末考试成绩占50%-70%”。但是,这种评分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很难准确

观测学生的努力程度(Tippin
 

et
 

al.,2012)。虽然平时成绩名义上与学生表现

挂钩,但是也有很强的主观性(李忠伟和赵富学,2024)。

在这种评分方式下,设单门课程ij的最终成绩gij 的形式基本一致,由

两部分构成:

gij=αjkij+(1-αj)pj(e,θ) (1)

其中,“课程主观性”αj 是由课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教师i可以选择

自己在课程j的“给分宽松度”kij。① 这两项共同决定了课程的主观成绩αjkij。

相对地,(1-αj)pj(e,θ)被称为课程的客观成绩,因为它由学生的努力投入

e≥0决定。pi(e,θ)是客观成绩函数,假设满足单调递增与边际递减,即学

生越努力,成绩越高;但努力带来成绩的边际提升递减;同时,学生能力越

强,达到某个分数就越容易,即pe>0、pee<0和pθ>0、peθ>0。

教师的决策是通过确定自己的给分宽松度kij 促使学生达到某些基本的

努力程度,以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教师还会考虑评教分数、完成教学任务

等因素。由于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学生的行为,故把教师的行为视为外生

给定的。

假定学生遵循以下核心决策准则:

①

 

例如,“高等数学”的主观性通常会小于“英语写作”之类的课程,这意味着α的不

同。而对于同样教高等数学的甲、乙两位教师来说,可能甲给分比较宽松,乙给分比较

严格,这意味着k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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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的决策过程包括选课和努力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学生在课程空

间中选择一门课ij∈Ω;第二阶段,学生确定自己的努力水平e。
(2)学生无法直接观测到教师的给分好坏。只能通过教师的历史给分信息

sij 形成一个对教师给分宽松度的推断:E(kij|sij)=f(sij)。如果这名教师所

授课程的历史成绩较高,那么学生认为他的给分更宽松,即f'>0。因此,

学生的预期成绩是:

E(gij|sij)=αjf(sij)+(1-αj)pj(e,θ) (2)
(3)在任何选定的课程中,学生的首要约束是确保预期成绩不低于其目标

分数G(θ),即学生是目标导向型而非单纯的成绩最大化型。
(4)在满足目标分数的条件下,学生通过最小化客观努力e来最大化自身

的间接效用Vij。这意味着学生将努力视为一种带来负效用的成本。

(二)决策过程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在第二阶段(努力阶段),学生的目标是选择努力程

度e,以最小化达成目标分数G(θ)的成本:

min
 

e s.t. αjf(sij)+(1-αj)pj(e,θ)≥G(θ) (3)

这个问题的约束条件等号应该成立,设e*为满足目标成绩G(θ)的最小

努力水平,可以解出e*(sij,θ)应满足下式:

αjf(sij)+(1-αj)pj(e*,θ)=G(θ)
对这个式子关于sij 求全微分可得:

∂e*

∂sij
=-

αf'(sij)
(1-α)pj,e

<0 (4)

由此可得引理1:

引理1(历史给分对学生努力的影响):对于能力和目标分数给定的任意

学生,如果学生能从这门课的历史给分中形成对主观给分kij 合理的推断,

那么历史给分越高,其最优努力程度越低。

由于在选课阶段,学生会最大化间接效用来选择课程。效用由最小努力

成本决定:

max
ij∈I×J

 Vij =-e*(E(kij|sij),θ) (5)

结合引理1,得到命题1:

命题1(学生的分数偏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学生将选择历史

给分sij 最高的课程。

对(4)关于θ进行求导,可得到:

∂2e*

∂sij∂αj
= f'
(1-αj)2pj,e

1-
αjpj,ee(pj -f)

p2
j,e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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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

∂2e*

∂sij∂θ
>0,if

 

pj,eθ +pj,ee
G'(θ)-(1-αj)pj,θ

(1-αj)pj,e

■
■

|
| ■

■
|
| >0;

∂2e*

∂sij∂θ
<0,if

 

pj,eθ +pj,ee
G'(θ)-(1-αj)pj,θ

(1-αj)pj,e

■
■

|
| ■

■

|
| <0

■

■

■

|
||
|
||

(7)

由此得到命题2:
命题2(学生能力对努力下降的调节效应):当历史给分更高时,可能出

现两种情形:(1)能力越强的学生,最优努力受历史给分的影响越小;(2)能
力越强的学生,最优努力受历史给分的影响越大。

对(4)关于α进行求导,可得到:

∂2e*

∂sij∂αj
=- f'

(1-αj)2pj,e
1-

αjpj,ee(pj -f)
p2

j,e

■
■

|
| ■

■

|
| (8)

则有:

∂2e*

∂ki∂αj
>0,if

αjpj,ee(pj -f)
p2

j,e
>1;

∂2e*

∂ki∂αj
<0,if

αjpj,ee(pj -f)
p2

j,e
<1.

■

■

■
|
||
|
||

(9)

由此得到命题3:
命题3(课程主观性对努力下降的调节效应):当历史给分更高时,可能

出现两种情形:(1)课程主观性α越高,最优努力的下降越小;(2)课程主观

性αj 越高,最优努力的下降越大。
只有当努力的边际回报递减到几乎为零,且课程几乎全是主观分时,情

形1才会成立。这时再增加主观权重,对努力的进一步挤出空间反而变小。
我们忽略这种情况。可以说明,命题2的情形2和命题3的情形2可以同时

成立,这通常意味着G'足够大;比起能力,努力是获取高分更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条件下,高能力学生目标很高,原本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达到目标分数。
但由于努力回报递减显著,使得他们努力的边际成本很高,通常高于低能力

学生。因此当主观分数增加时,他们可以减少大量高成本的边际努力,努力

下降幅度比低能力学生更大。

四、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上述命题。使用的数据来自某研究型大学。通过该校

教务系统等平台,获取了该校2021—2022学年共三个学期3000余门本科课

程的开课情况,以及这些课程2013—2019年的历史成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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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示意,图1展示了该校2013—2019年以六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为

授课对象的大类公共课程的成绩数据,共开课413次。选择经济与管理学院

的理由是,该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同一课程开设教师数量多,有利于

比较不同教师的给分差异。选择这些课程的理由是,学生均为经济与管理学

院经济学大类大一大二学生,学生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图1 不同教师均分的概率分布

图1绘制了这六门课程不同教师所教班级平均成绩的概率密度图。如果教

师的给分能够完整准确反映学生努力,那么可以预测,各课程成绩应该集中于

各自的均值处呈现单峰分布。然而不难看出,课程给分的离散程度均较大。其

中,评分客观性更强的数学类课程的平均成绩分布相对经济学课程更加集中。
对于考试方式、教学内容、学生水平等因素均类似的课程,成绩分布却较为离

散,这可能是因为评分机制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能力,而是受其他因素干扰。
这是由前文所述的两部分评分结构所致:一部分是期末卷面成绩,另一部分是

平时作业、课堂表现等。后者往往被教师用于“捞人”;在美国,教师则通常采

用“curve”(曲线评分)等相对评分而非绝对评分方法来调整原始成绩(Bowen
 

and
 

Cooper,2022)。不同教师给分之间存在的这种系统性差异,使学生直接体会到

给分的宽、严差异,从而为学生的策略行为提供了基础的制度空间。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课程的选课率,根据实际选课人数/课程容量计算。课程容



92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26年

量通常根据各专业总人数确定,因此选课率这一变量实际上能够较为准确地

表示课程的受欢迎程度。有时选课人数会超出课程容量,导致选课率大于1。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是课程的给分情况,主要包含三个指标,课程的平均成绩、满

绩率(90分以上的比例)和不及格率(60分以下的比例),均为2013—2019年

的平均值。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学生特征,包括学生所属学科(以

信息科学专业为基准组)、① 选课时学生在校时长(学期)、学生所在学院的保

研率、学院总人数(取对数),以及2021年在该校所在省份的理科录取分数

线。其中,2021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用于代理学生的能力。首先,高考录取分

数能够较好地预测学生的学业表现(Bai
 

et
 

al.,2014)。其次,除了通识选修

课以外,其他课程类型的选课群体同质性比较强,即基本上来自相同学院的

相同年级。由于该校实行基于学院的大类招生,因此学院层面的高考分数线

反映了不同学院学生的相对能力。此外,选取理科录取分数线是因为文理科

的分数线不具备可比性,而绝大多数专业都招收理科生,样本覆盖更广。

第二个层次是教师特征。包括教师性别、教师职称和入选国家级人才项

目次数。其中,教师性别为一个虚拟变量,取1代表男性。教师职称为一个

排序变量,从1到4分别代表初级职称(助教、技士等),中级职称(讲师、工

程师、实验师等),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和正高级

职称(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等)。自2015—2016学年起,该校设立了“本

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② 这一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以激发教师的教学积极

性、提高教学质量。我们用教师是否获得这一奖项来控制教学的质量;入选

国家级人才项目的次数是指入选两院院士、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

①

②

 

学生专业按所属学院划分,该校学生共来自39个不同的学院。其中,人文专业

的学科代码包含哲学(01)、文学(05)、历史学(06)和艺术学(13),社科专业的学科代码包

含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和管理学(12),理科专业的学科代码为理学(07),
信息科学专业包括电子信息(0807)、计算机(0809)、测绘(0812),工科专业的学科代码为信

息专业之外的工学(08)、医科专业的学科代码为医学(10)。该校不含农学、军事学专业。

 

该奖的评选方式是个人申报加单位推荐。评选依据主要包括职业道德、教学工作

量和教学质量三方面。其中,职业道德方面要求“近三年无教学事故、无学术失范行为”;
教学工作量要求“独立主讲本科课程或指导学生学科竞赛,工作量饱满”;教学质量的评

价方式由“学生评价、专家评价和单位评价等方式相结合”。由于学生评价在教师给分之

前,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教师为赢得更高评教分数而可以放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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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人才项目的次数之和。

第三个层次是课程特征。课程类别包括五个虚拟变量(以通识教育选修为

基准):专业教育必修、专业教育选修、公共基础必修、公共基础选修和通识

教育必修。课程难度根据课程代码的后三位计算得到。根据课程代码编制规

则,前若干位数字代表开课学院、课程性质等信息,而最后三位数字越大,

代表课程越高级。我们根据前若干位数字进行分组,然后将最后三位数字做

标准化处理为一个0到1的难度指标。此外,我们还用文本分析法计算了另

一个课程难度的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为了更精准地刻画教师在评分过程

中的裁量空间,本文基于教学大纲(Syllabus)的信息,构建了“课程主观性”

综合指标。具体维度如表1所示。
表1 课程主观性指标构建

评分维度 0分(低主观性) 1分(高主观性)

学科属性 自然科学、工学、医学、逻辑学类 人文、社科类

考核形式 闭卷考试、标准化试题 论文、报告、小组作业

平时成绩权重 低于40%,或仅含考勤 大于等于40%

根据上述构建规则,我们得到了一个0-3的主观性指标。其中,主观性

最强的课程得分为3,主观性最低的课程得分为0。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该课

程的开课学期,学分数,上课时间(是否为早课、周几上课),课程内容(是否

含上机课、是否含实践课、是否含实验课)。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报告在表2。

因篇幅所限,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正文中报告,如需要可向作者

索取。
表2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选课率 4137 0.822 0.257 0.0125 3.076

核心解释变量

平均成绩 4137 84.588 5.928 41.29 97.92

不及格率 4119 2.930 5.131 0 57.14

满绩率 4120 40.846 25.244 0 100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教师-课程”层面的截面数据,设定如下基准回归

模型:

enroll_rateij =α+β1scoreij +ΓXij +εij (10)
其中,下标i代表教师;j代表课程。被解释变量

 

enroll_rateij
 为i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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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j课程的选课率;核心解释变量
 

scoreij
 为该教师在该课程上的往届成绩

情况;Xij 是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学生特征、教师特征和课程特征;εij 是随

机扰动项。

由于数据中存在大量的某位教师同时开设多门课程,或者某门课程由多

位教师分别开设的样本,这种交叠的结构使我们可以在模型(10)的基础上进

一步纳入教师固定效应和课程固定效应,以控制那些不随课程变化的教师个

体异质性(如教学风格、教师声誉等)和不随教师变化的课程固有属性(如课程

重要性、课程难度等),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如模型(11)所示:

enroll_rateij =β1scoreij +ΓX'
ij +μi+γj +εij (11)

其中,μi 是教师固定效应,γj 是课程固定效应。通过该设定,能够更准

确地利用教师在不同课程间或同一课程在不同教师间表现的差异,识别出往

届成绩对选课率的净影响。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考虑各类型课程、以选课率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估计了往

届给分情况对学生选课行为的影响。为保证选课率是学生自发选课的结果,

我们剔除了那些只有一位老师开设,并且是必修课的课程。例(1)和(2)通过

逐步纳入课程特征、教师特征、学生群体特征等控制变量,确保了核心解释

变量系数估计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清晰地表明,往届的给分情况是学生选课

决策的一个显著影响因素。在仅包含往届平均成绩的列(1)中,该变量在1%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影响。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这一影响仍然稳健。

在列(3)和(4)中,我们分别纳入课程固定效应和教师固定效应。列(5)同时纳

入了课程固定效应和教师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不随教师/课程变化的因素

后,结果依然保持高度稳健,且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往届平均成绩每提高

10分,选课率将显著提升14个百分点。这有力地支持了命题1中学生在选课

过程中存在的分数偏好。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学生完全不在乎授课质量。尽管很

难直接衡量课程的质量,但在控制了足够多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是否获得本科

优秀教学业绩奖能够大致代理课程的质量和教师声誉等因素,如列(2)和(3)所示,

其系数都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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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准回归结果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1) (2) (3) (4) (5)

OLS OLS
OLS+

课程固定效应

OLS+
教师固定效应

OLS+
双向固定效应

往届平均成绩
0.004*** 0.007*** 0.013*** 0.004*** 0.014***

(0.001) (0.001) (0.002) (0.002) (0.005)

获得教学业绩奖
0.023** 0.040***

(0.010) (0.014)
课程特征 YES YES

其他教师特征 YES YES

学生特征 YES YES YES YES

课程固定效应 YES YES

教师固定效应 YES YES

R-squared 0.007 0.185 0.543 0.605 0.664

N 3711 2695 2119 1934 1714

注:第(1)列和第(2)列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的括号内为聚类稳

健标准误,聚类在教师层面。***、**、*分别表示在1%、5%
 

和10%
 

的水平上通过显

著性检验。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汇

报于表4。检验表明,往届平均成绩对选课行为的正向影响在不同设定下均

保持稳健,证实了核心结论的可靠性。首先,列(1)进一步将给分结构区分为

满绩率和不及格率,发现学生不仅追求高分,还会规避挂科风险。具体而言,

往届满绩率对选课率有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往届不及格率则带来更大幅

度的负面影响。

其次,我们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与估计模型。在列(2)中,考虑

到选课率本质上源于实际的选课人数,我们将因变量从“选课率”替换为“选课人

数”,并使用OLS进行估计。往届平均成绩的系数在1%水平上依然显著为正,

表明给分越高,绝对选课人数也越多。考虑到选课人数是计数变量,列(3)

进一步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同样稳健。列(4)则以“课程是否

选满”这一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往

届平均成绩越高,该课程选满的概率显著提升。列(5)使用了分数Logit模

型,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正向关系仍未改变。这些不同模型与变量测度



96   教
 

育
 

经
 

济
 

评
 

论 2026年

的检验共同表明,基准结果并非由特定的函数形式或变量构建方式所驱动。

此外,我们调整样本范围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列(6)剔除了往届平均成

绩最高和最低的5%极端样本,防止结果被异常值所扭曲,核心系数的显著

性与方向均未发生变化。列(7)将样本限制在选修课范围内,结果仍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

替换解释变量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模型 剔除极端值仅选修课

选课率 选课人数 选课人数 是否选满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OLS OLS NBR Probit FLR OLS OLS
(1) (2) (3) (4) (5) (6) (7)

往届平均成绩
0.379*** 0.006*** 0.028*** 0.039*** 0.004*** 0.011***

(0.051) (0.001) (0.005) (0.005) (0.001) (0.002)

满绩率
0.001***

(0.000)

不及格率
-0.003***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squared 0.182 0.846 0.141 0.177

N 2695 2695 2695 2694 2378 2403 964

注:第(2)至第(4)列还控制了课程容量。

(三)调节效应分析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表5的列(1)加入了同一课程其他教师平均给分这

一变量,发现其他教师平均给分越高,这门课程的选课率越低。说明学生会

在不同课程之间进行权衡,从给分低的课程流向给分高的课程,这验证了理

论模型关于学生在课程间替换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引入交互项,以探究学生

群体特征与课程属性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应,从而更深入地理解选课决策的

复杂机制。表5第(2)列至第(5)列汇报了引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表5 学生能力与目标的调节效应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1) (2) (3) (4) (5)

往届平均成绩
0.009*** 0.007*** -0.107**① 0.003* 0.006***

(0.001) (0.001) (0.051) (0.002) (0.001)

①

 

由于交互项的引入,主效应系数代表了调节变量取值为0时的影响。由于录取分

数线远远大于0,这一系数并不具实际的经济学解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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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选课率

(1) (2) (3) (4) (5)

保研率
-0.077** -0.020 -0.073** -1.124*** -0.065**

(0.033) (0.039) (0.032) (0.352) (0.032)

课程难度
-0.028** 0.019 -0.023* -0.025** -0.034***

(0.013) (0.027) (0.013) (0.012) (0.013)

录取分数线
-0.210*** -0.154*** -1.649** -0.174*** -0.135**

(0.058) (0.054) (0.672) (0.055) (0.055)

同一课程其他

教师平均给分

-0.003**

(0.001)

保研率×
课程难度

-0.141*

(0.080)

录取分数线×
平均成绩

0.018**

(0.008)

保研率×
平均成绩

0.013***

(0.004)

课程主观性×
平均成绩

0.004***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R-squared 0.179 0.186 0.186 0.187 0.194

N 2370 2695 2695 2695 2673

列(2)引入了保研率与课程难度的交互项。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这表明,保研率的提高可能并没有缓解竞争压力,

反而使之加剧了(陈涛等,2024)。对于保研率低的学院,很多学生很早就转

向就业、考研、出国等出路;而保研率的升高,使得原先处于边缘位置的学

生参加到保研竞争中,促使他们更显著地规避高难度课程。对于志在保研的

学生而言,维持极高的平均绩点是其核心目标,因此他们对可能导致绩点下

滑的高风险(高难度)课程尤为敏感,“求稳”动机超过了通过挑战难课来展示

能力的动机。列(3)考察了录取分数线与往届平均成绩的交互作用,交互项系

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学生的能力放大了往届成绩的正向作用。录取分数

更高的学生(可视为能力更强的群体)在选课时,比那些能力较低的学生更加

注重给分的好坏。这与理论模型的命题2的情形2相一致。这通常是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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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目标分数更高,而此时努力的边际收益已经很低,从而陷入内卷的困境。

列(4)说明保研率同样放大了往届平均成绩的正向作用。这一发现与列(2)相
互印证,反映了越是追求保研的学生,其在选课决策中对“往届平均成绩”这
一变量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其选课策略高度服务于保研这一终极目标。列

(5)则引入了课程主观性和往届平均成绩的交互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

于主观性更强的那些课程,学生更加看重往届平均成绩。这验证了命题3的

结论。这通常是由于对于考核标准较为抽象、主观性较强的课程(如人文社科

类课程、以论文为考核依据的课程),师生之间存在更高的信息不对称性,从

而学生会更加依赖往届平均成绩以降低对评分公正性和不确定性的担忧。

(四)异质性分析

表6汇报了异质性分析的结果。首先,从学科来看,无论是理工科、医

科还是人文社科,往届平均成绩都对选课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从年

级分布来看,对成绩的追求贯穿了本科学习的全过程。需要说明的是,考虑

到普通四年制专业在大四学年以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为主,基本不设常规课

程,第(7)列的样本仅包含长学制(建筑学、医学五年制和八年制等)专业学

生。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效应与大三学生接近。最后,从课程类别来

看,无论是通识课还是专业课,给分好坏都是影响选课的重要因素。点估计

显示,通识课样本中的回归系数大于专业课样本。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系数差

异的统计显著性,本文进行了Suest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两个样本系数相

等的原假设(χ2=10.25,p=0.001)。这说明,学生对通识课的给分好坏更

为敏感。这主要是因为通识课选择的自由度更高、替代性更强,且通识课被

认为是刷分的策略性工具(吕林海和汪霞,2012),选择的主要标准表现出更

强的分数偏好。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分专业 分年级 分课程

理工科 医科 人文社科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通识课 专业课

(1) (2) (3) (4) (5) (6) (7) (8) (9)

往届平均

成绩

0.006***0.008***0.009***0.009***0.005***0.008***0.009***0.016***0.005***

(0.001)(0.002)(0.002)(0.002)(0.001)(0.001)(0.003)(0.004)(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squared 0.205 0.120 0.180 0.227 0.177 0.183 0.551 0.383 0.179

N 1983 400 773 486 944 1003 190 424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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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借鉴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逻辑,通过构建一个旨在捕捉激励结构失

衡的学生选课决策模型,为理解大学生选课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微观分析

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某研究型大学的微观选课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

了理论模型的相关命题,揭示了教学评价体系中激励相容机制失效的根本原

因。其一,在以成绩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下,学生(代理人)与教师(委托人)之
间存在明显的目标偏离。其二,教师给分宽松度的差异性,提供了学生向给

分宽松课程转移的条件。这种制度性错配不仅造成了“水课”现象的持续存在,

也使高等教育的价值导向出现偏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模型分析发现,现有评分制度存在明显的激

励扭曲。教师希望学生通过努力完成学习任务,然而这一实际努力很难被准

确评估,导致了“主观成绩”的存在。在信息不对称情境中,教师的给分宽松

度改变了学生的努力决策。模型结果表明:较高的给分宽松度会降低学生实现

目标分数所需的最小努力水平(引理1),从而吸引学生向“水课”转移(命题1)。

且这一负向效应在学生能力较高时(命题2)和课程主观性更强时(命题3)更为显

著。这是因为高能力学生的目标分数更高,且分数的边际增长递减。这一结

果从理论上揭示了教学评价体系中激励失衡的机制,为理解“水课”现象提供

了制度层面的解释。

第二,实证证据显示,学生的选课行为呈现出典型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特

征。在契约形成前的课程选择阶段,学生作为信息优势方,倾向于选择考核

要求宽松、给分较高、不及格率低的课程,形成对“水课”的需求(命题1)。

第三,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学生群体在选课行为上的结构性差

异。学生对课程给分的敏感性在保研竞争激烈、高能力群体中更为突出(命题2),

且在主观性较强的课程中更为明显(命题3),印证了信息不对称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本文是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的一个例证。由于评价

体系的局限性,当复杂的生产活动(如教与学、科研创新、公共服务)被简化

为单一的量化指标(如绩点、论文数、KPI)时,代理人(学生、员工、基层官

员)有很大可能会产生策略性行为(如选修给分宽松的课、追求短期绩效),从

而损害这个指标的有效性(Goodhart,1984)。本质上,其根源于评价制度提

供了错误的激励信号。而这种策略性行为会对代理人本身的长期发展,乃至

社会的整体福利造成何种影响,讨论还不够充分(Courty
 

and
 

Marsch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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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例如,那些投机于给分宽松课程,而非真正学习知识的学生,从长期

来看是否会发展得更好? 这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关注。

(二)政策建议

首先,优化激励机制设计,降低评分的主观性。制度的清晰与稳定是规

范委托代理双方行为、降低代理成本的关键。首先,优化成绩构成结构,明

确并限制主观性评分(如模糊的“课堂表现”分)在总成绩中的上限比例,提高

基于客观标准考试、标准化作业与项目成果的评价权重。其次,建立结构化

的平时成绩记录与公示制度,使学生的努力水平和学习效果能够被更准确地

识别与量化。具体而言,可将评价依据分解为课堂发言、个人汇报、小组展

示等多个可观测、可记录的学习环节,并明确公布各环节的评分标准。这些

举措有助于压缩教师主观评分的操作空间,降低成绩评定中的信息不对称与

随意性,使最终成绩更能真实反映学生的努力与能力,从而削弱学生通过选

择“高主观分”课程进行制度套利的动机。

其次,推行分类评价机制,引导多元学习目标。本文的分析发现,高能

力学生和处于高保研竞争压力下的学生,其选课行为对历史给分更为敏感。

这反映出“一刀切”的百分制评分体系难以适应学生多元化的能力与发展需求。

高校应积极探索并实施分类评价机制(刘云杉,2018;Bizzotto
 

and
 

Vigier,

2025)。例如,为有志于学术研究的拔尖学生设立“荣誉课程”或“挑战性项

目”,并在评价中引入基于学术潜力和创新能力的相对评价指标,以满足其高

阶发展需求,避免其在常规课程中因目标分数过高而陷入过度努力的陷阱。

最后,强化制度约束与信息供给,治理“水课”生态。在课程建设中,应

推动评价标准的系统化与规范化,压缩学生通过策略性选课进行制度套利的

空间。具体而言,对于由多位教师共同开设的同一课程,可建立标准化的课

程大纲与评价标准,由课程组统一考试和评分,从而削弱因教师个人评分尺

度差异所引发的“逆向选择”现象,引导学生将选课动机回归至课程内容与教

学质量本身。在信息供给层面,应优化课程信息平台,公布课程的教学目标、

培养要求、阅读清单及作业量等实质性信息,并鼓励基于学习体验的质性课

程评价,从而帮助学生从“追求高分”转向“追求高价值”,从根本上重塑健康

的选课文化与学习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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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onom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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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W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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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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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reform,

student
 

assessment
 

reform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tudents'
 

course
 

selection
 

behavior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impact
 

of
 

grade
 

pre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course
 

selection.Within
 

a
 

framework
 

of
 

goal
 

inconsistenc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the
 

model
 

draws
 

on
 

the
 

logic
 

of
 

Principal-

Agent
 

theory,designating
 

teachers
 

as
 

the
 

principal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as
 

agents
 

pursuing
 

their
 

target
 

grades.The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re
 

lenient
 

a
 

teacher's
 

grading,the
 

lower
 

the
 

student's
 

optimal
 

effort
 

level,leading
 

students
 

to
 

select
 

courses
 

with
 

a
 

history
 

of
 

high
 

marks.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when
 

students
 

possess
 

higher
 

abilities
 

or
 

when
 

the
 

course
 

content
 

is
 

more
 

subjective.Using
 

course
 

selection
 

data
 

and
 

historical
 

grade
 

information
 

from
 

over
 

3,000
 

undergraduate
 

courses
 

at
 

a
 

research
 

university,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model
 

are
 

empirically
 

validated.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students'
 

course
 

selection
 

behavior
 

exhibits
 

significant
 

moral
 

hazard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grading
 

trends
 

in
 

courses,such
 

as
 

average
 

grades,the
 

proportion
 

of
 

top
 

grades,

and
 

failure
 

rates,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ourse
 

selection
 

rates.Students
 

tend
 

to
 

prefer
 

courses
 

with
 

lenient
 

assessment
 

criteria
 

and
 

higher
 

grades.This
 

grade
 

preferenc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high-achieving
 

students
 

with
 

higher
 

rates
 

of
 

postgraduate
 

recommendations
 

and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urses,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and
 

elective
 

courses.This
 

study
 

uncovers
 

incentive
 

distortion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grade-

inflated
 

courses”
 

,optimizing
 

educational
 

evaluation
 

systems,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It
 

also
 

enriches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course
 

selection;grade
 

preference;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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